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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和资源约束的增强，中国“后发优势”正在逐步弱化，
亟需推行一套体制机制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来实现新旧经济转型。同时，在对外
贸易中，中国也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尽快形成要素市场，以确保疫
情过后尽早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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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化改革
意在“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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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意见》，

分别就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和技术五大要

素提出改革建议，着重强调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

革方向。

回顾历史，中国几次重大改革都在经济环

境发生巨变时被激发。第一次是 1979 年，中国

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带来的生产力放缓之后，摆脱

“贫穷”成为改革的核心动力。自此，我国从高

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开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人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是 1999

年，中国在经历了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

洪涝灾害之后，社会生产进入“双紧”状态，不

少国企都出现了现金流断崖式减少。债务危机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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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坏账率超过 20%，这才有了包括破产、

重组和转型在内的国企改革。

眼下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有着与前两次

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以WTO为代表的近一轮全球化进程已经走向

末端，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封城”“封

国”，冲击了本就脆弱的跨国产业链。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和持续，中国的外部环境不

甚乐观。站在中长期的战略角度，中国既要重

内部又要保外部。重内部体现在解决经济内生

环境的种种历史遗留问题，加快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步伐；保外部体现在“保外需”，为可能

出现的国际贸易变革做好准备。此次“要素市

场化改革”也正是站在这个出发点上，体现了

我国顶层设计的高瞻远瞩。

对内打破多种二元对立
外部环境恶化，中国就需要先“做好自己

的事”。目前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

和资源约束的增强，我国“后发优势”正在逐步

弱化，亟需推行一套体制机制层面的市场化改革

来实现新旧经济转型。

不过，尽管绝大多数商品已经实现了市场

化定价，但少量底层核心的生产要素仍是半市场

化状态，这就引发了诸多“二元对立”。

一是在土地使用上，有农业用地和建设用

地两个属性，以农业用地为主，以建设用地为辅。

由于过去采取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土地利用存

在区域性失调问题。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相对需求用地较少，因而土地要素价

格不断上涨，并引发了诸如企业生产成本抬升、

居民生活成本繁重、抑制消费等诸多弊端。

二是城市和农村的户籍区别限制了劳动力

的自由流动，导致人口红利缺失的问题更加严重。

三是资本市场方面存在市场与监管之间的

博弈，由于过多的投资门槛和非市场化定价，监

管方向对市场扰动非常大，以至有人打趣说中国

只有“政策市”而缺乏价值投资。

四是技术要素方面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

套体系，体制内的不少技术难以做到市场化，而

体制外的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毕竟资本更

倾向于赚“短钱、快钱”，对于前期需要大量投

入的科技研发相对规避。

五是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缺乏共享，尤其

是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在数据使用上存在二元

隔阂，大数据建设相对缓慢。

上述五种“二元对立”长期以来掣肘国民

经济发展，在经济上行时期尚可以被高增速所遮

蔽；而如今经济增长亟需新动能，人口红利逐渐

弱化，中国连同世界各国进入经济周期下行区间，

内在缺点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针对各类弊端的

改革也因此被提上议程。

此次中央提出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主

要集中于上述五种“二元对立”，旨在打通市场

化渠道，释放资源活力。

分项来看，土地市场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

见；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

值收益分配制度；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

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深化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

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这些措施有助于推动

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降低成本来刺激消费，同

时可以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扭转“后发优势”

减弱的局面。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望从均衡经

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

劳动力改革方面，主要涉及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完善

技术技能评价制度、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从理论

上讲，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力要素作

为生产的人身条件始终是价值和财富创造不可

随着我国人口红
利的消失，环境
和资源约束增
强，“后发优势”
正逐步弱化，亟
需一套体制机制
层面的市场化改
革来实现新旧经
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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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

给，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长期以来，

金融与实体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资

金脱实向虚”，金融的效率边际递减，成为金融

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为了提振资金配置效率，

提升直接融资比例，资本市场的改革势在必行。

此次提出的各项措施，实际上是多年来政策导向

的延续。需要注意的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

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健全国债市场，尤其是海外

债券发行。毕竟抗击疫情实际上是在“烧财政”，

在社会生产走弱、财政收入有限的前提下，适度

扩张政府部门杠杆成了必然选择。与之对应的，

就是加大政府债券，尤其是中央政府债券（国债）

的发行。这也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在多次政

治局会议上被反复提及的原因。

技术要素市场化改革主要涉及健全职务科

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培育

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促进技术要素

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2018 年开始的贸易摩擦已经使我们意识到科技

立国的重要性，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技术要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核心推动作用，

是继资本和劳动力达到瓶颈之后，突破周期束缚

的决定力量。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进步发展较快，

但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研发支出可以体现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平均科研能力。2017 年我国研发

支出占GDP的比重为 2.15%，美国为 2.79%，日

本为 3.21%，韩国达到 4.55%。尽管我国这一比

重逐年上升、增速明显，但和美、日、韩等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此次新增的数据要素比较特殊。我们知道，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西方经济学最经典的三个

要素，包含在很多描述宏观经济的基础模型当中。

相对于它们，数据要素属于新诞生的概念，这意

味着数据要素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

兴力量。数据不仅能促进生产效率提升，而且能

缺少的生产要素。而户籍制度制约了劳动力流动，

造成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

通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与前面土地改革所释放

出的人口红利相辅相成，可以进一步扩大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输送，增加劳动供给，改善劳动力资

源配置效率。

资本市场改革主要包括完善股票市场基础

各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

支撑单位规模经济增速所需边际资本不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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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此

次涉及数据要素改革的内容包括推进政府数据

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数字经

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强数据资源整合

和安全保护。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数据作

为新兴生产要素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突出，越来越

多的国家将数字经济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

在数据共享、隐私保护、人才培养及国家治理等

多个层面进行战略布局，数据要素的重要性也愈

发突显。

对外重在“保外需”
相比起激发内部市场活力，对外的着眼点

更能体现我国顶层设计的高瞻远瞩。

我们知道，针对疫情而被迫采取的隔离政

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就不牢靠的国

际贸易，世界经济前景不明，很多人担心，疫情

的长期复杂化会使贸易保护加重和种族主义抬

头。

很明显的事实是，前 4个月中国对外贸易

显示出一个重要迹象：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

关系已经出现了地缘意义上的萎缩。有观点认为，

这并不是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中国外贸的结构

性变化。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相关变化既有

疫情冲击的原因，更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即使疫

情过去，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量也难以完全

恢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对国际

贸易战略作出及时调整，力求将东盟和亚非拉的

新兴经济体作为主要交易伙伴，但也需关注它们

后续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状况。

从疫情的发展来看，欧亚地区的俄罗斯确

诊病例数已经超过15.5万例（截至5月5日数据），

土耳其也将近 13万例。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警

告，拥有 13亿人口且集中最多发展中国家的非

洲大陆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下一个“震

中”。在拉美地区，巴西的确诊病例数字已经接

近11.6万，墨西哥的病例数达到2.6万。实际上，

由于存在经济结构等长期性问题，巴西、阿根廷、

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处于经济增速

放缓甚至衰退之中。疫情的到来更是加剧了困境，

甚至让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在疫情对东亚和

欧美的冲击中，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能源价格的波

动已经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影响，新兴市场国

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

货币的贬值和资本外流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债

务风险急剧上升。

所以，笔者认为，上述“轻欧盟而重新兴

经济体”的贸易战略恐有考虑不周。疫情是全

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独善其身，

即便在疫情的管控上能够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

全球贸易链的冲击也将对外需构成影响。尽管对

欧美等国出口有所下滑，且这种下滑很可能长期

存在，仍不可轻言放弃。东盟和亚非拉新兴经济

体固然可以作为欧美贸易的有力补充，但不确定

因素较多。所以，未来的“外需”一定还是离不

开传统贸易伙伴。

眼下，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贸易和经

济产生的巨大拖累，美国和英国已经就自由贸易

协定正式展开谈判。美方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冲

击下，自贸协议对恢复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长久来看，WTO

的“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仍然是

发达国家间奉行的“贸易教义”。中国若想“不

放弃”传统交易伙伴，势必要向“三零”原则靠拢。

问题在于，现行机制下被迫跟随“三零”原则定

然对国内企业造成剧烈冲击，这也正是要素市场

化改革“攘外”的意义所在——抓住稍纵即逝的

时间窗口，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尽快形成要素

市场，以确保疫情过后尽早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

长 久 来 看，
WTO的“三零”
（零关税、零壁
垒、零补贴）仍
然是发达国家间
奉行的“贸易教
义”。中国若想
“不放弃”传统
交易对手，势必
要向“三零”原
则靠拢。

（作者分别供职于昆仑健康资管、中央军委政法委员
会）


